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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主要报纸抑郁症报道框架

和责任归因研究
张　 援　 逯义峰

摘　 要： 通过对中国大陆主要报纸 ５２７ 篇抑郁症报道的内容分析， 以文化价值观和组织压力等影响因

素为切入点， 探讨了中国报纸抑郁症报道的框架建构和责任归因问题， 考察了党报和都市报在责任归因方

面的差异及 １２ 年间的历时变化。 研究发现， 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 责任归因于社会要多于

个人； 党报比都市报更多地将责任归因于社会。 最后结合上述因素对中国媒体健康传播报道的框架建构和

责任归因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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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世界范围内导致残疾的头号元凶， 也是全球医疗负担增长的主要因素； 全球抑郁症患者

约达 ３􀆰 ２２ 亿， 占比超全球总人口的 ４％。［１］ 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超 ５４００ 万， 占全国人口的 ４􀆰 ２％。［２］ 中国

每年因抑郁症而导致的离岗休养、 医疗支出、 丧葬花费等成本高达 ７８ 亿美元。①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到 ２０２０ 年， 抑郁症类的精神疾病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卫生负担。［３］然而， 抑郁症最近才开始在中国医

院得到承认和诊断。［４］近期数据显示， 仅有不到两成抑郁症患者寻求医疗帮助或服用药物。［５］ 羞耻和污

名化仍是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获得诊断和治疗的主要障碍。②

作为现代公共广场， 新闻媒体使社会问题得以呈现和辩论。 通过将抑郁症议题引入公共话语中， 新

闻媒体对消减抑郁症的污名起着关键作用。 媒体报道直接影响公众的态度，［６］ 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公共

卫生政策和实践。［７］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污名化的表征以及媒体报道的影响。［８］ 当前研究较少涉及

新闻媒体对抑郁症责任归因的框架分析， 而此议题亟待探讨， 这对有关抑郁症的公共对话具有重要

意义。

在新闻框架建构过程中， 媒体总是通过选择并凸显某个议题的特定方面。［９］ 通过界定问题， 探究原

因， 并提出补救措施， 媒体可能会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在社会问题 （如健康问题） 的根源和解决方

面， 影响公众对谁 （总体来看， 个人还是社会） 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看法。［１０］ 因此， 在健康问题预防、

干预和治疗工作中， 有关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共政策， 可能会受到媒体间接但重大的影响。［１１］ 在心理健康

问题上， 个人化的责任归因可能会增强公众已有的负面看法， 进一步将其污名化。［１２］ 因此， 公共舆论形

成的过程中， 在议题理解、 责任归因和消减污名化等方面， 媒体框架建构都能起到关键作用。［１３］

通过对中国报纸抑郁症报道的内容分析， 本研究系统地探讨了中国新闻媒体对抑郁症责任归因的

框架建构。 作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 抑郁症在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探讨尚属欠缺， 本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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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拓展和丰富国内外的健康传播研究。

一、 文献综述

（一） 议题责任框架

责任归因是包括公共卫生问题在内的社会议题辩论的重要方面， 具体而言， 即谁———个人或社会

———需要对社会问题承担更多的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１３］如果个人对自身健康问题产生负有主要责

任， 则应在个人层面寻求解决办法， 例如改变不健康行为和寻求治疗。 如果问题被归因于系统性缺陷，

则社会应该分担解决问题的责任， 提供基于政策的补救措施， 例如改善医疗保健和纠正对精神病患者

的歧视性做法。 责任归因的差异确实影响了许多健康问题的卫生政策、 实践和公共舆论。［１３］

作为公众关于精神健康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 新闻媒体通过框架建构在社会问题辩论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当报道复杂议题时， 新闻记者建构起新闻框架， 通过简单易懂的新闻诠释包为公众提供大量

信息。［１３］媒体选择性地指明问题原因， 提出解决方案， 在个人或社会层面上进行责任归因。 健康倡导者

认为， 社会层面上的责任归因可以提高公众对系统性风险 （相对孤立性风险而言） 因素的了解， 鼓励

公众支持集体层面 （相对个人层面而言） 的解决方案， 从而减轻社会对患者个人的指责和妖魔化， 消

减污名化。［１４］

个人化的责任归因则可能会把一些顽固性问题仅归结为个人所特有， 而非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条

件所引发的问题。［１５］个人被置于话语的中心， 其自身缺陷被突出强调， 其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被要求改

变， 脱离了整体社会大背景； 这会使公众注意力偏离政治、 社会、 经济方面的系统性缺陷， 忽视社会

层面补救措施的重要性， 诸如政策改变、 监管工作、 社会公平正义矫正等。［１６］

同理， 公众忽视精神健康问题的社会维度， 而是将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都归因给个体患者； 消

减污名化， 这一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目标， 可能受到损害。 事实上， 当新闻媒体强调精神障碍的遗传、

机体失衡等个人层面原因时， 污名化并未消减， 社会容忍度并未提高。 相反， 由于媒体把精神疾病呈

现为个体患者所先天固有且难以救治， 这只会导致社会对此类群体刻板印象的增加。［１２］

总之， 新闻媒体对抑郁症及其责任归因的框架建构， 对消减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公共卫生目标有着

重要的影响。 在分析媒体的抑郁症报道框架之前， 本研究有必要考察新闻框架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

（二） 影响框架建构的文化和组织因素

长期以来， 媒介学者一直在努力探讨新闻媒体以特定方式对某个议题进行框架建构的原因。 宏观

和微观层面上， 影响框架建构的因素包括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 组织压力和约束、 利益集团压力、

职业新闻惯例、 新闻记者个体特征等。［１７］框架研究已经广泛探讨的议题包括媒体使用何种框架、 框架对

受众有何影响； 而框架建构问题， 即媒体框架的影响因素， 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１６］

跨文化研究表明， 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可以塑造个体感知和归因。［１８－１９］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

往往认为个人不受环境制约， 通常把责任归因于内部原因和个人因素。 相反， 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认

为个人受社会规范的约束， 通常把责任归因于外部原因和环境因素。 这种文化差异可以预测和解释新

闻框架的不同。 事实上， 研究表明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和健康问题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的报道框架通

常建构在个人层面， 而非社会层面。［１３］如果中国个人感知和归因方面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会影响新闻框

架的建构， 媒体则会将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更多地归因于社会层面， 而非个人层面。 上述论断有

７５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５ 卷

待在健康新闻报道的语境内加以检验。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ａ： 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 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面。

Ｈ１ｂ： 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 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面。

除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之外， 媒体集团的政治和 （或） 商业取向导致的组织压力和制约因素

（例如公有与私有、 政治议程与商业议程等） 也可能影响议题的责任归因。［１６］ 通过对议题重要性的个人

化和范例化， 个人层面的责任归因更有助于吸引新闻受众、 服务于私营传媒组织的商业利益。［２０］ 同样，

媒体的政治取向也能影响议题的责任归属， 例如， 当报道贫困时， 自由派报纸比保守派报纸更多地将

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１６］

近几十年来， 中国的传媒体制在组织结构和导向上发生了巨大变革， 进而可能会影响媒体的报道

框架。 传统上，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 党和国家对媒体拥有所有权、 财政权和控制权。［２１］ 中央和地方政

府、 各国家机构分别为各自的 “机关报” 提供财政支持， 此类报纸统称为 “党报”。［２２］ 然而， 自改革开

放以来， 中国的传媒体制发生了系统性变革， 其中最显著的是 “都市报” 的出现。［２３］ 一方面， 党报在

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机构订阅； 另一方面， 在新型市场经济体制下， 都市报发展迅猛，

其大部分运营资金来源于广告收入、 报亭销售和家庭用户订阅。［２４］因此， 中国报业的目标读者是普通市

民群体， 不再是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２３］作为营利性组织， 都市报进行新闻报道时可能会采取不同于

党报但与西方媒体相似的框架策略， 目的是吸引更多读者并在竞争型市场中求得生存。 当今时代， 中

国报业在编辑方向、 商业模式、 目标读者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组织变革， 可能会导致其报道框架的潜

在转变。 因此， 本研究有必要对相关报纸进行系统研究， 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ＲＱ１ａ： 在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 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责任归因有何差异？

ＲＱ１ｂ： 在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 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责任归因有何差异？

（三） 健康问题的报道框架和责任归因

当考察公共健康问题的新闻框架、 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时， 研究发现西方媒体把重要议题弱

化成个人层面的问题，［２５］报道框架偏片段式结构而不是主题式结构，［１５］ 忽视了诸如贫穷和不道德的商业

行为等社会层面的致病原因。［１３］对这些议题， 中国的健康传播学界并未直接、 系统地加以考察。 现有的

中国健康问题报道的文化内和跨文化研究都表明中国的新闻报道框架与归因模式与西方不同。

在中国健康问题报道框架中， 议题的责任归因可能更为复杂， 存在诸如责任类型 （如原因责任或

解决问题责任）、 媒介组织类型 （如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 等权变因素。 中央媒体可能将更多的解决问

题责任而不是原因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 例如， 在 “非典” 报道中， 《人民日报》 强调 “非典的社会维

度” （如文化、 宗教、 传统、 人权、 合法性和公民社会）， 并强调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所做的努

力。［２６］ 《人民日报》 的艾滋病报道也同样强调官方的应对和政府的领导作用。［２７］ 比较中美两国媒体对中

国健康问题的新闻报道， 上述现象也很明显。 在对 “非典” 的报道中， 《纽约时报》 和 《华盛顿邮报》

指责中国政府处置不力， 而 《人民日报》 和 《中国日报》 则集中报道政府如何努力降低非典对经济的

负面影响。［２８］在报道艾滋病时， 新华社把政府描绘成一个有决心、 有能力和务实的问题解决者。［２９］ 然

而， 美联社把原因责任归因于中国政府。［３０］另一方面， 在健康问题报道框架和责任归因方面， 中国地方

媒体似乎与中央媒体不一致。 通过对地方报纸健康问题报道的抽样分析， 发现地方报纸将更多的原因

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个人层面， 而非社会层面。［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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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暴露了现有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首先， 先前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

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健康问题报道。 考虑到如下影响因素， 第一， 中国健康新闻传播和责任归因中的集

体主义文化取向； 第二，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可能出现的文化价值观转变； 第三， 议题的框

架建构和责任归因可能受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转变的影响。 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健康新闻的框架建构

非常值得探索， 填补了当前研究空白。 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文化取向通常由传统的集体

主义转向个人主义， 中国文化或许也不例外。［３２］中国的媒体机构也经历了重大变革， 更多以追求利润和

吸引受众为目标，［２８］或许为缓解商业压力而改变自身发展策略。 本文认为上述文化转变和组织变革都可

能在媒体报道框架中得以反映。 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ＲＱ２ａ： 在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 中国报纸的责任归因随时间推移会发生何种改变？

ＲＱ２ｂ： 在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 中国报纸的责任归因随时间推移会发生何种改变？

其次， 现有研究大多静态考察中央及全国性媒体机构 （如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以及新华社

等） 组织变革的影响， 而忽视了地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 一些议题也未受到学界关注， 比如， 经济变革

和新闻改革对中国新闻业整体面貌的影响， 包括都市报的兴起； 党报和都市报如何进行责任归因， 对

社会和健康问题的关注点有何差异等。

再次， 尽管有研究指出了中国健康新闻的各种报道框架， 但议题责任归因的一些重要概念却缺乏

明确阐释和量化测量， 未进行具体概念化和量化操作。 本研究试图通过理论阐释和实证测量来考察和

把握议题责任归因概念的不同维度。 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包括使用历时的数据来纵向考察文化和组织环

境的变革， 并对多家媒体进行抽样和采集数据来提高外部效度。

最重要的是，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 抑郁症都迅速成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 但是考察

现有研究， 却未发现抑郁症报道框架和责任归因方面的研究。

二、 研究方法

（一） 抽样

本研究将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报纸作为抽样总体。 选用的报纸数据库为中国知网出版的 “中国重

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录了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大陆 １０００ 家报纸每日出版的新闻全文数据。

使用关键词 “抑郁” 和 “抑郁症” 搜索数据库， 时间段限定为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共获取各类报纸出

版的 １５０７ 篇新闻， 包括中央和地方报纸、 官方党报和市场化都市报、 大众化和专业化报纸。 经初步审

读， 去除 ４３１ 篇新闻报道， 这些新闻或是无关抑郁症问题 （如有关经济萧条的报道）， 或是同一篇文章

的转载报道。 本研究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 每隔一篇抽取一篇， 共抽取出 ５３８ 个样本。 在后期编码过程

中， 又去除 １１ 篇不相关或重复的新闻， 最终样本数为 ５２７ 个。

所有 ５２７ 篇新闻报道样本， 全国性报纸 （如 《人民日报》 ） 占 ４０４ 篇， 地方性报纸 （如 《北京日

报》 ） 占 １２３ 篇； 覆盖更多读者群体的大众化报纸 （如 《天津日报》 ） 占 １５２ 篇， 专门报道健康等问

题的专业化报纸 （如 《上海中医药报》 ） 占 ３７５ 篇； 党报 （如 《新华每日电讯报》 ） 占 ２８７ 篇， 都市

报 （如 《南方周末》 ） 占 ２４０ 篇。 样本代表性良好， 涵盖了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主要报纸。

（二） 测量和信度

本研究关键变量为媒体类型 （党报或都市报）、 产生原因和解决问题的责任归因 （个人层面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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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 编码方案的制定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 并结合具体抑郁症报道样本进行归纳整

理和修改完善。 在媒体类型问题上， 本文咨询了媒体业界人士， 得到了专业建议。

媒体类型： 名义变量， １—４ 编码 （１ ＝党报、 ２ ＝都市报、 ３ ＝其他、 ４ ＝未知）。 两位编码员对中国

传媒体制了解全面： 一位在国家级媒体有 ９ 年的高级记者从业经历， 另一位为高校传媒专业教师。 两位

编码员就编码方案和步骤接受了细致培训。 如果意见不一致， 编码员会利用互联网查询核实， 或者咨

询媒体专业人士意见。 两位编码员分别对随机抽取的 １０％ （Ｎ ＝ ５０） 样本进行编码前测， 信度检验值

Ｃｏｈｅｎ’ ｋａｐｐａ ＝ ０􀆰 ８７５ （ｐ＜０􀆰 ００１）， 意味着控制偶然一致性情况下， 编码员之间的交互信度较高。

责任归因： 基于 Ｋｉｍ 和 Ｗｉｌｌｉｓ 的研究，［１３］测量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主要在个人或社会两个

层面。 个人原因包括： １） 人口因素； ２） 遗传、 性格和健康； ３） 行为、 生活方式和生活事件； ４） 其

他。 社会原因包括： １） 不健康的家庭、 学校和社区环境； ２） 公共卫生、 公共意识和公共政策方面的

缺陷； ３） 现代生活和社会变革； ４） 其他。 个人解决办法包括： １） 人口变化； ２） 性格和健康状况变

化； ３） 行为和生活方式变化； ４） 其他。 社会解决办法包括： １） 家庭、 学校和社区环境变化； ２） 公

共卫生、 公众态度和公共政策变化； ３） 文化和社会变化； ４） 其他。

每一种原因或解决办法都作为名义变量进行测量， 即 ０ （无） 或 １ （有）。 如果同一原因或解决办

法被多次提及， 该原因或解决办法仅记录为一次提及。 因此， 个人原因、 社会原因、 个人解决方案和

社会解决方案四个变量都分别从 ０ 到 ４ 进行编码。 这种编码方式防止了人为夸大某一特定原因或解决办

法的提及次数。［１３］

两位编码员都精通中英文双语， 对随机抽取的 １０％的样本 （ ｎ ＝ ５０） 进行编码前测。 信度检验结果

如下：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ｓ ｒ ＝ ０􀆰 ８６１ （个人原因）、 ０􀆰 ８９３ （社会原因）、 ０􀆰 ８０７ （个人解决办法）、 ０􀆰 ８９９ （社会

解决办法）。 两位编码员通读所有 ５２７ 篇报道全文， 独立完成编码工作。

三、 研究结果

研究假设 １ 认为， 中国报纸在报道抑郁症的责任归因时， 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面。 但

研究假设 Ｈ１ａ 未得到支持， 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时， 并没有更多地将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

如表 １ 所示， 在 ５２７ 篇报道中， 四类个人原因共提及 ６０５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１􀆰 １５ 次； 四类社会原

因共提及 ５７１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１􀆰 ０８ 次 （见表 ２）。 可见， 个人与社会原因的责任归因之间并无显

著性差异 （ ｔ＝ １􀆰 ２４２， ｐ＝ ｎｓ）。

表 １　 抑郁症报道中个人原因责任归因

媒体 （Ｎ） 人口 遗传、 性格

和健康　 　

行为、 生活方式

和生活事件

其他 合计

党报 （２８７） １１４ １４６ ８０ １０ ３５０

都市报 （２４０） ８７ １０３ ５３ １２ ２５５

合计 （５２７） ２０１ （３３％） ２４９ （４１％） １３３ （２２％） ２２ （４％） ６０５

　 　 注： 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个人层面抑郁症产生原因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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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抑郁症报道中社会原因责任归因

媒体 （Ｎ） 家庭、 学校

和社区环境

现代生活

社会变革　 　 　

公共卫生、 公众意识

和公共政策

其他 合计

党报 （２８７） ９６ １１７ ８１ ７０ ３６４

都市报 （２４０） ６７ ６０ ３９ ４１ ２０７

合计 （５２７） １６３ （２９％） １７７ （３１％） １２０ （２１％） １１１ （１９％） ５７１

　 　 注： 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社会层面抑郁症产生原因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研究假设 Ｈ１ｂ 得到验证， 中国报纸报道抑郁症的解决办法时， 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要多于个人层

面。 如表 ３ 所示， 在 ５２７ 篇报道中， 四类个人解决办法共提及 ３７４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０􀆰 ７１ 次； 而

四类社会解决办法共提及 ５１７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０􀆰 ９８ 次 （见表 ４）。 配对样本 ｔ 检验表明， 社会解

决办法的提及次数要显著高于个人解决办法 （ ｔ＝ －５􀆰 ４３， ｐ＜０􀆰 ００１）， 支持了研究假设 Ｈ１ｂ。

表 ３　 抑郁症报道中个人解决问题责任归因

媒体 （Ｎ） 人口变化 性格、 健康

状况变化

行为、 生活方式

变化

其他 合计

党报 （２８７） １ １２６ ７２ ６ ２０５

都市报 （２４０） ０ ９９ ６６ ４ １６９

合计 （５２７） １ （０％） ２２５ （６０％） １３８ （３７％） １０ （３％） ３７４

　 　 注： 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个人层面抑郁症解决办法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表 ４　 抑郁症报道中社会解决问题责任归因

媒体 （Ｎ） 家庭、 学校和

社区环境变化

文化和社会

变化　 　

公共卫生、 公众意识

和公共政策变化

其他 合计

党报 （２８７） １０３ ３８ １５７ １４ ３１２

都市报 （２４０） ７２ １７ １１１ ５ ２０５

合计 （５２７） １７５ （３４％） ５５ （１１％） ２６８ （５２％） １９ （３％） ５１７

　 　 注： 表中数据指全部报道样本中社会层面抑郁症解决办法的提及次数和百分比。

研究问题 １ 探讨的是抑郁症报道中， 党报和都市报之间的责任归因有何差异。 结果表明， 相对都市

报， 党报更多地把抑郁症的原因责任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 如表 ２ 所示， 党报 ２８７ 篇报道

中， 社会原因共提及 ３６４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１􀆰 ２７ 次； 而都市报 ２４０ 篇报道中， 社会原因共提及 ２０７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０􀆰 ８６ 次。 独立样本 ｔ 检验显示， 二者有显著性差异 （ ｔ ＝ ４􀆰 ２０６， ｐ＜０􀆰 ００１）。 同

样， 党报社会解决办法共提及 ３１２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１􀆰 ０９ 次； 而都市报社会解决办法共提及 ２０５

次， 每篇报道平均提及 ０􀆰 ８５ 次 （见表 ４）。 二者也有显著性差异 （ ｔ ＝ ３􀆰 １０３， ｐ＜０􀆰 ０１）。 在个人层面的

责任归因方面， 党报和都市报之间并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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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２ 探讨 １２ 年来中国报纸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方面有何历时变化。 以报道出版年份作为

预测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在报道抑郁症的产生原因 （ＲＱ２ａ） 和解决办法 （ＲＱ２ｂ） 时，

其责任归因随时间推移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个人原因责任归因变化 （ Ｆ ＝

０􀆰 ２９１， ｐ＝ ｎｓ）、 社会原因责任归因变化 （Ｆ ＝ ０􀆰 ００８， ｐ ＝ ｎｓ）、 个人解决问题责任归因变化 （Ｆ ＝ ０􀆰 ７９０，

ｐ＝ ｎｓ）， 统计值均未出现显著性。 只有社会解决问题责任归因显示出现历时增长， 但仅为边际显著 （Ｆ

＝ ３􀆰 １４９， ｐ ＝ ０􀆰 ０７７）。

四、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聚焦文化价值观和组织压力两个宏观因素， 考察了中国报纸抑郁症报道的框架建构， 探讨

了上述因素对抑郁症报道产生原因和解决问题责任归因的影响。 研究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中

国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传媒体制影响了过去 １２ 年来的媒体报道， 抑郁症的责任归因更多在社会层面，

而不是个人层面。 当然， 宏观方面受文化和组织转型的影响， 中国媒体报道的责任归因也在发生变化。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媒体报道抑郁症时的责任归因框架。 与西方媒体将健康问题责任更多归因于个

人层面不同， 中国媒体总体上把解决问题的大部分责任归因于社会， 而将问题产生原因责任同等归因

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 最常提及的社会解决方案是 “改变公共卫生、 公众态度和公共政策”， 包括扩

大精神卫生保健的覆盖范围并提升质量， 改善公众态度和看法， 以及为预防和干预健康问题提供政策

支持等。

集体主义价值观可能是中国媒体更多社会归因的影响因素， 原因在于集体主义者通常认为个人依

附于社会， 更多地强调社会环境因素。［１９］为文化所接受的政治思想意识可能是另一个影响因素。 几十年

的经济改革使大多数中国新闻机构从政治文化机构转变为营利性商业实体。［３３］但是， 中国精英阶层和公

共舆论仍然深信政府应当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一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虽然西方国家不断争

论政府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这一问题却毋庸置疑， 政府当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人。 这一思想为中

国社会和文化所认可， 也解释了为何抑郁症报道框架中人们更期望政府在社会层面发挥积极作用。

组织压力是影响媒体责任归因的另一个潜在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的社会环境不断变化， 政府

面临着诸多挑战， 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 新闻媒体， 特别是包括报纸在内的传统媒体， 仍是国家的重

要宣传阵地， 其记者必然要突出强调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贡献。［３４］事实上， 研究表明， 媒体往往把

社会责任建构为政府的主动行动和项目规划， 党报比都市报更倾向于从政府行为的层面提出社会问题

解决方案。

此外， 研究结果表明， 当文化和组织因素影响相互作用时， 来自政治和 （或） 商业领域的组织压

力影响可能超过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 更多地将原因责任归因于个人层面。 事实上， 虽然中

国媒体往往会轻易将解决问题责任归因于社会层面， 却不太倾向于将问题原因责任归因于社会。 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现象在以市场为导向的都市报更为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都市报有更大的商业压力。

党报仍然可以获得政府补贴， 但都市报的运营方式类似于西方媒体， 通过大量读者群体来吸引广告商

投放广告， 靠广告收益求得生存。 都市报新闻以 “快” “小” “轻” “软” 为特点， 倾向于迎合城市居

民对时效性、 实用性和娱乐性新闻的消费需求。［２３］因此， 其抑郁症报道往往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面， 很

少深入探究其社会维度。 在竞争激烈的中国传媒市场上， 为追求利润和竞争优势， 都市报也陷入了与

西方一样的困境： 把社会问题写成便于讲述、 引人注目的故事， 从而使公众注意力偏离了社会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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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探讨和解决方案。

本研究探讨了文化价值观和组织压力对转型期中国党报和都市报健康问题报道责任归因的影响。

研究结论显示， 针对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媒体将抑郁症问题建构为一种公共健康威胁。 但讽刺的是，

都市报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却逊于党报， 因其更多关注民众而非机构、 具有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都

市报被许多媒体专家称为是中国新闻业的未来。［２３］ 随着中国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发展，

未来研究应继续关注此议题， 即在传播健康知识和责任归因方面， 都市报是否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抑郁症是中国人口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威胁之一。 本研究全面、 历时地考察了中国大陆主要

报纸过去 １２ 年的抑郁症报道情况。 对中国媒体健康报道框架建构和责任归因的研究， 除已有的意识形

态视角， 本研究首次将文化视角纳入考察， 意义重大。 鉴于内容分析法研究固有的局限性， 未来抑郁

症的报道框架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 通过对新闻采编机构的参与观察、 对新闻记者的深

入访谈等调研方法， 厘清政治、 意识形态、 文化和组织等因素如何超越其他因素独立影响新闻框架的

建构和责任归因； 第二， 不同文化和传媒体制中抑郁症报道框架的对比分析， 可进一步揭示文化和组

织因素对此关键公共卫生问题框架建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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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Ｋ Ｃ􀆰 （ １９９０ ）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ｋｉｎ Ｃ， Ｗａｌｌａｃｋ Ｌ􀆰 （ ｅｄｓ􀆰 ） 􀆰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 ＣＡ： Ｓａｇｅ， １１４－１２８􀆰

［２６］ Ｗａｎｇ， Ｘ􀆰 （２００７） 􀆰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 （３）： ２５－３２􀆰

［２７］ Ｄｏｎｇ， Ｄ􀆰 ， Ｃｈａｎｇ， Ｔ􀆰 －Ｋ􀆰 ， ＆ Ｃｈｅｎ， Ｄ􀆰 （２００８） 􀆰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Ｎ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Ｄａｉｌｙ，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４）： ３５７－３７４􀆰

［ ２８ ］ Ｌｕｔｈｅｒ， Ｃ􀆰 Ａ􀆰 ， ＆ Ｚｈｏｕ， Ｘ􀆰 （ ２００５ ） 􀆰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ｓ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８２ （４）： ８５７－８７２􀆰

［２９］ Ｗｕ， Ｍ􀆰 （２００６） 􀆰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Ｉ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ｒｅ Ｎｅｗ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３）： ２５１－２７２􀆰

［３０］ Ｂｅａｕｄｏｉｎ， Ｃ􀆰 Ｅ􀆰 （２００７） 􀆰 ＳＡＲＳ Ｎｅｗ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６９

（６）： ５０９－５２４􀆰

［３１］ Ｐｅｎｇ， Ｗ􀆰 ， ＆ Ｔａｎｇ， Ｌ􀆰 （２０１０） 􀆰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７）： ６９５－７１１􀆰

［ ３２］ Ｏｙｓｅｒｍａｎ， Ｄ􀆰 ， Ｃｏｏｎ， Ｈ􀆰 Ｍ􀆰 ， ＆ Ｋｅｍｍｅｌｍｅｉｅｒ， Ｍ􀆰 （２００２）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２８ （１）： ３－７２􀆰

［３３］ Ｚｈａｏ， Ｂ􀆰 （１９９９） 􀆰 Ｍｏｕｔｈｐｉｅｃｅ ｏｒ ｍｏｎｅｙ－ｓｐｉｎｎ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９０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３）： ２９１－３０５􀆰

［３４］ Ｚｈａｎｇ， Ｅ􀆰 ， ＆ Ｆｌｅｍｉｎｇ， Ｋ􀆰 （２００５） 􀆰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ｗｓ Ｍｅｄ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ＳＡＲ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３）： ３１９－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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